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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 10 年以来, 一些学者基于量子理论研究思想与方法探索出了量子决策模型。由于该模型独特的理

论结构, 它可被用于解释传统决策理论所难以解释的问题, 尤其是个体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行为。该模型解

释了诸如分离效应、分类决策的干涉效应以及合取谬误等传统决策模型很难解释的问题, 研究者已经证实其

中一种称为量子问题等式的决策模型可以精确地预测决策中的顺序效应。作为一个有助于分析心理学中决策

现象的新研究领域, 量子决策模型具有深入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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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经典概率理论的传统决策模型已经在决

策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却不能很好地解释

人在不确定或矛盾状态下的决策行为。近 10 年来, 

一种基于量子理论的量子决策模型能够解决传统

概率模型难以解释的决策问题。这一新决策模型

的出现, 打破了传统决策模型中经典概率理论的

禁锢, 为决策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方向。  

长期以来, 心理学家就人类决策问题提出了

两种决策理论, 传统即古典决策理论和启发式决

策理论(Baron, 1988; Gilboa, 2009)。古典决策理论

认为个体具备完全的理性能力, 总是追求个人利

益的最大化。在数学层面上, 遵循理性决策的个

体根据贝叶斯定理做出推断, 并根据期望定理做出

决定(Chater, Tenenbaum, & Yuille, 2006; Tenenbaum, 

Griffiths, & Kemp, 2006)。启发式决策理论指出, 

人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的决策并非总是理性的 , 

更多会根据几种启发式方法进行判断和决策, 如

代表性启发法、易得性启发法与锚定和调整启发

法(Tversky & Kahneman, 1974)。 

                     

收稿日期: 2017-04-14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CCA110105)以及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专项(JSJY2017006)。 

通信作者: 李瑛, E-mail: liying@snnu.edu.cn 

量子理论是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它提供了新的有关自然界的观察、思考和表述方

法, 尤其是它所蕴含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启发

人类更多的发现和创造。量子决策模型正是受此

影响而建立, 该模型与启发式理论相似, 认为人

的决策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 但量

子决策模型也与古典决策理论一样, 有严密而完

备的数学逻辑体系。但相比于古典决策理论, 该

模型具有更加新颖与灵活的理论结构(Aerts, Sozzo, 

& Veloz, 2016; 孙炯, 王万义, 赫建文, 2010)。  

当然, 借鉴一种来源于物理学的理论来解释

人的决策过程, 在吸引眼球的同时自然会引起争

议——为什么量子理论可以用于解释人的决策过

程？量子概率理论与经典概率理论有何异同？量

子决策模型有哪些实证性的证据？接下来, 本文

将从这三个方面对量子决策模型进行讲解。 

2  使用量子决策的原因  

2.1  决策中的不确定状态  

大多数传统决策模型(如贝叶斯网络模型或

产生式模型)认为, 虽然在不确定状态下, 个体决

策的信念状态(belief state)会随时间变化, 但是某

一特定时刻的信念状态会处于某一确定状态(Asano, 

Basieva, Khrennikov, Ohya, & Tanaka, 2012)。虽然

这些决策模型在决策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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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类传统的决策模型也存在缺陷：从实际来

说, 人在决策中的信念状态是未知的, 是由研究

者假定的, 因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在决策过程中

处于确定的信念状态(Busemeyer & Bruza, 2012)。 

量子决策模型对人在决策过程中所处的不确

定信念状态有很好的描述。这种描述可以通过一

个著名的例子——“薛定谔的猫”来进行诠释(图

1)。所谓薛定谔的猫是指：将一只猫关在一个箱

子里, 箱子中放了一个盖革计数器、一块放射性

物质、一把小锤子以及一只装着毒药的氢氰酸小

瓶, 假定放射性物质发生衰变的可能性为 50%。

当衰变未发生时, 装毒药的小瓶是封口的, 完好

无损, 猫活着。当发生衰变时, 继电器操纵小锤子, 

击碎装有毒药的小瓶, 猫被毒死(苏汝铿, 2002)。

这里, 薛定谔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未打开箱子观

察猫之前, 这只猫的状态是什么？是死还是活？

以传统的观点来看 , 这只猫不是死的就是活的 , 

处于确定状态。而量子理论认为, 这只猫所处的

状态是一种不死不活, 既死又活的状态, 科学家

将这种混沌的状态称为叠加态(曾谨言, 2014)。 
 

 
 

图 1  薛定谔的猫 
 

叠加态是指在这一状态下, 一切潜在的确定

状态都有发生的可能, 这种叠加状态就是所有冲

突、模糊与不确定因素的固有体现。因此, 量子

理论对决策中决策者不确定的信念状态的描述与

解释具有得天独厚的理论优势(De Barros & Suppes, 

2009; Busemeyer & Bruza, 2012)。  

2.2  测量对决策的影响  

心理学研究者大多通过被试的主观报告来记

录其在决策时所处的心理状态, 并认为所测量的

结果能够准确代表被试做出反应那一时刻所处的

认知状态。例如, 被试在观看一部惊悚电影时被

问到是否感到害怕, 被试的回答就反映了其回答

问题前的心理状态(害怕或是不害怕)。  

量子理论认为, 测量时, 所测的结果并不能

准确反映测量前事物的性质, 测量可以改变所测

事物的性质(顾樵, 2014)。试想, 通过一个特定问

题(相当于一种对认知状态的测量)所测得的状态

往往是确定的, 这与测量前这个人所处的不确定

状态不符。还以上例来说, 在观看电影时, 被试的

情感状态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可能是害怕, 也可能

是激动等等, 为一种叠加态), 但当被试回答感到

害怕时, 表示所测量得到的结果是一个确定的状

态, 这种确定的状态并不能完全反映被试模糊不

清的感情。从更深层的角度上来说, 测量所得的

确定的认知状态其实是该测量问题与原先的那种

不确定状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Blutner, Pothos, & 

Bruza, 2013)。  

2.3  顺序效应与不确定性  

量子决策理论指出, 若一个人处于不确定状

态, 那么一个问题的提出(即一种测量)可以使其

转变为一个确定状态, 不同问题对应的转变状态

往往是不同的, 对接下来提出的其他问题的回答

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 先提出的问题会影响被

试对后续问题的回答, 这也就是决策中的顺序效

应。传统决策模型, 由于其依赖于经典的概率理

论在解释这类顺序效应时往往会出现困难, 例如, 

在一项 1997 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民意调查中, 调

查者发现当两个问题呈现的顺序变化时, 人们回

答的结果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Moore, 2002), 这

违反了经典概率中的相容性原则(关于相容性详

见本文 2.4 节)。虽然传统决策模型会借助于一些

约束性的假定(如贝叶斯干涉模型) (Busemeyer & 

Bruza, 2012)来解释这种顺序效应, 但是这些约束

性的假定不仅降低了模型的灵活性, 而且使得整

个模型变得繁琐。 

在量子理论中, “不确定性原理”指当我们测

量一个微观粒子时, 不可能同时确定它的位置和

动量, 这种原理蕴涵于量子理论的数学结构中(苏

汝铿, 2002)。在心理学领域, 一个人对于两个不同

事件的理解或看法, 往往也是“不能同时确定”的：

当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创造了一个确定的状态

后 , 另一个问题的出现会动摇这一状态的确定

性。例如, 一个人计划买一辆车, 奥迪或大众, 如

果只问这个人自己的喜好, 那么他肯定会选择奥

迪; 但是, 若先问他妻子的喜好(大众), 随后再问

他自己的喜好, 他就可能不会那么肯定地选择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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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在这个例子中, 当他从他妻子的角度做出喜

好判断时, 他自己的喜好就变得不确定了。即, 当

研究者对被试的某一种状态进行准确测量时, 就

无法准确获知他此时其它的状态。 

2.4  人的判断并不总是服从经典逻辑  

大多数传统决策模型建立在经典概率理论的

基础之上, 经典概率模型中的逻辑关系称为布尔

逻辑。在布尔逻辑中, 有一条称为全概率法则的定

理(the law of total probability), 通过这一定理可以推

导出决策领域中著名的贝叶斯定理(罗俊明, 2002)。

但是, 一些心理学研究发现, 在分离(disjunction)实

验和分类−决策(category-decision making)实验中, 

实验所得的结果常常违背全概率法则(Lewinski, 

2015; Pothos & Busemeyer, 2009; Wang & Busemeyer, 

2016)。 

量子逻辑 , 由著名数学家冯 ·诺依曼 (Von 

Neumann)提出, 他将事件定义为在希尔伯特空间

中的一个个子空间, 这样便使得量子概率不需要

受到诸如全概率法则等诸多布尔逻辑法则的约束

(Bruza, Wang, & Busemeyer, 2015)。因此, 量子决

策理论能够允许那些违背全概率法则的事件存

在。Busemeyer 和 Bruza (2012)指出, 量子逻辑其

实是一种泛化的布尔逻辑, 它没有布尔逻辑中许

多约束式限定, 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随机性, 更

有利于解释人的判断和决策。  

3  量子概率理论和经典概率理论的比较  

量子概率理论和经典概率理论分别是量子决

策和古典决策模型的数学基础, 这两种概率理论

之间的区别决定了量子决策模型和传统决策模型

的区别。因此, 本节简要对比并分析这两种概率

理论的异同之处。 

3.1  空间与事件的定义  

经典概率理论定义样本空间 Ω, 表示所有可

能发生事件的集合。事件可能出现的所有结果都

以样本点的形式存在于样本空间。实验中可能发

生的每个事件都是样本空间的子集, 若 A 为一个

事件, 则 A Ω, 同理若 B 也为一个事件, 则也有

B Ω; 并且此时两事件的并事件 A∪B 以及交事

件 A∩B 也是样本空间中可能发生的两个事件。  

量子概率理论存在于希尔伯特空间中, 若该

空间由 N 个彼此正交的单位向量 V { ,V V  

1, , }i N  所决定, 那么则称该空间为 N 维的希

尔伯特空间, 这 N 个向量称为此空间的基矢。事

件 A 对应于希尔伯特空间的一个子空间, 由基矢

VA V 所决定, 该事件同时也对应一个投射算符 

(密度矩阵)PA = i i
i A

V V

 (Aerts, 2009)。若事件 A,  

B 为存在于希尔伯特空间的两个事件, 则称空间

VA+VB 为两事件的并事件空间, 交空间 VA∩VB 为

两事件的交事件空间(Aerts & Gabora, 2005; 史荣

昌, 魏丰, 2010)。  

3.2  概率的定义  

经典概率理论认为, 概率是将样本空间中每

个事件 A 与通过一个映射 p 与实数 p (A)建立的一

种对应的关系, 其中 p (A)值域为[0,1]。若 A, B 为

相互排斥的两个事件, 即 A∩B=Ø, 那么则有 p (A

∪B)= p (A)+ p (B)。  

量子概率理论首先定义希尔伯特空间中任意

一单位向量 S 为初始状态, 在这一状态下发生事

件 A 的概率可以看作向量 S 可被 A 的基矢 VA V

描述的程度, 其数学表达式为 p (A) =
2

SAP , 若

A, B 为互斥事件, VA∩VB = Ø, 即 PA.PB = 0 那么此

时并事件的概率 p (A∪B) = 
2

 ( ) SA BP P  = 
2

SAP + = p (A)+ p (B)。 

3.3  条件概率  

在经典概率理论中, 若事件 A, B 为样本空间

中两个事件, 那么在事件 A 已经发生的条件下, 

发生事件 B 的条件概率 p (B|A)= p (A∩B)/p(A)。

若样本空间存在一个划分 Xk{k=1,…,N}, 那么则

有∑p (Xk | A) = 1, 在条件 A的状态下, 可将分母 p 

(A)看为归一化因子, 用以保证在此状态下全空间

概率总和为 1。 

量子概率理论认为, 当事件 A 发生后, 此时

人的状态将从原状态 S 转变为 /AS S AP  

SAP 。与经典概率类似, 分母 SAP 可视为归

一化因子, 保证新状态 AS  的模长为 1, 即保证

状态的完整性。  

3.4  相容性  

相容性是指两个事件 A, B 可以同时发生, 或

是两个事件之间不存在顺序效应(苏汝铿, 2002)。

经典概率理论认为在任一给定的实验中, 只存在

一个样本空间, 其中包含实验中可能发生的所有

事件。在这样的定义下, 任意两事件的并或交事

件也是明确的。并且由条件概率可知, p (A∩B) = 

p (A) p (B|A) = p (B)p (A|B)=p (B∩A), 表明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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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空间中, 事件 A, B 的发生顺序并不影响复合

事件 AB 的概率, 即在经典概率理论中, 事件总是

相容的, 不会出现顺序效应。  

在量子概率理论中, 事件所存在的希尔伯特

空间是由一组正交归一的基矢所决定的, 但这组

基矢不是唯一的, 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能存在无穷

多组的。当两个事件 A(VA V)和 B(WB W)由不

同的基矢组所决定时, 这两个事件的交或者并事

件就不再明确了。并且运用数学推导可知, 此时

事件 AB 发生的概率为 p (AB) =
2

SB AP P , 而 BA

发生的概率 p (BA) = 
2

 SA BP P 。注意到式中 PA

和 PB 表示两个不同的矩阵, 而矩阵乘法不满足交

换律即 PA.PB ≠ PB.PA, 故此时 p (AB) ≠ p (BA), 

说明事件存在不相容性。  

总之,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两事件互斥), 

量子概率理论和经典概率理论具有相同的表述形

式; 除此之外, 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 量

子概率理论中蕴含的不相容性是其与经典概率理论

的主要区别(Busemeyer & Wang, 2015; Busemeyer, 

Wang, Khrennikov, & Basieva, 2014), 而在现实决

策中, 测量问题间不相容所体现的顺序效应往往

也是存在的 , 是能够通过量子决策模型解释的 , 

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量子概率理论的优越性。 

4  量子决策模型在研究中的应用  

4.1  分离效应  

分离效应(Disjunction Effect)是由 Tversky 和

Shafir 在 1992 年探究确定事件原则(sure thing 

principle)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Tversky & Shafir, 

1992)。确定事件原则是标准决策理论的一条基本

原则, 它隐含着理性人的假设, Savage (1954)把这

一原则描述为, 如果决策者知道事件 E 会发生, 

他会采取行动 A; 如果决策者知道事件 E 不会发

生, 他仍会采取行动 A; 以此观之, 决策者在不

知道事件 E 是否会发生的情况下, 都会采取行动

A。然而许多研究表明, 决策者并非总是遵循这一

原则。Tversky 和 Shafir (1992)在实验中, 让被试

假想自己刚刚玩了一个 50%的可能赢得$200, 

50%可能输$100 的游戏。发现在知道自己赢了的

情况下 , 较多人(69%的被试)选择再玩一次同样

的游戏; 在知道自己输了的情况下, 较多人(59%

的被试)也选择了再玩一次; 然而, 在不知道是赢

还是输的情况下, 较少人选择再玩一次(只有 36%

的被试, 而按照经典概率理论应在 69%和 59%之

间)。Tversky 和 Shafir 把这一怪异的现象称为分

离效应(汪祚军, 李纾, 2008)。并分别提出了基于

理由(reason-based decision making)的假设和思维

惰性(reluctance-to-think)假设来解释这一现象, Li, 

Jiang, Dunn 和 Wang (2012)基于这两种假设对分

离效应进行了研究, 并进一步指出仅存在不确定

状态不足以产生分离效应, 对两种确定状态选择

理由的差别是导致分离效应产生的必须条件。

2002 年 , Li 和 Taplin 提出了齐当别(equate-to- 

differentiate model)理论, 很好地解释了在一次性

2 人囚徒困境博弈中检测到分离效应(Li & Taplin, 

2002)。Bagassi 和 Macchi (2006)认为分离效应的

产生是由在描述决策过程中人为地掺入无关目的

造成的, Sun, Li 和 Li (2008)对分离效应产生的研

究, 验证了 Bagassi 和 Macchi 对分离效应产生原

因的解释。此外, Wang, Li 和 Jiang (2012)进行了

有关分离效应的情绪研究, 发现在不确定情况下

人们会产生更消极的情绪反应。 

从量子理论的观点来看, 这一心理学现象类

似于量子力学中著名的双缝衍射。图 2 为双缝衍

射实验的简图, P 代表一个光子, 它可以穿越两个

狭缝(S1 和 S2)最终到达 D1 或 D2 所示的位置。

在一种观测条件下, 研究者不仅观察光子最终到

达的位置(D1 或 D2), 还要观察其穿过的通道(S1

或 S2), 研究显示：当光子经过通道 S1 时, 其最

终到达 D1 和 D2 的概率相等, 都为 50%; 当光子

经过 S2 时, 会出现相同的结果。在另一种观测条

件下, 研究者只观测光子最终到达的位置, 而不

观测其路径, 实验结果却十分奇怪：光子到达 D1

的几率明显小于 D2。   

 

 
 

图 2  双缝衍射路径简图 
 

可以看出, 上述衍射实验与赌博游戏实验有

许多相似之处 (Busemeyer, Wang, & Town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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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首先, 实验都包含两条明确地路径：对于

分离实验来说, 两条路径分别对应的是第一局游

戏输或赢两种结果; 而双缝实验则对应 S1 和 S2

两个狭缝。其次, 在实验中, 光子的运行路径和参

与者的决策过程都分为确定(观测)和未知(不观测)

两种情况。最后, 在未知路径(未知输赢)的情况下, 

D1(做出继续游戏决定 )概率都会发生显著的下

降。量子理论认为, 在不进行观测, 也就是未知输

赢的情况下, 参与者和光子都处于上文所述的叠

加态, 而不是确定的状态(S1 或 S2, 输或赢), 这

种状态与随后的测量产生了干涉, 导致了决策者

做出继续游戏/光子到达 D2 的概率降低, 具体的

数学推导会在下一例中给出。 

4.2  分类−决策中的干涉效应  

分类−决策 (Categorization-decision)实验范式

是由 Townsend, Smith, Wenger 和 Silva (2000)年提出

的, 随后 Busemeyer, Wang 和 Lambert-Mogiliansky 

(2009)在该实验范式的基础上对建构了量子决策

模型。该实验流程为, 通过电脑向被试展示一些

人脸图片(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在一种情况下

(C-then-D), 被试需要先将这些“人脸”分为好人和

坏人两类 , 然后再决定采取攻击或是回避行为 ; 

在另一种情况下(D-alone), 被试只需决定攻击或

是回避即可。当被试对“坏人的脸”进行攻击或是

对“好人的脸”采取回避时, 会有 70%的概率获得

奖励, 反之则会有 70%的概率接受惩罚(Wang & 

Busemeyer, 2016)。该实验的部分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分类−决策实验的部分实验结果 (资料来源：
Busemeyer & Bruza, 2012)  

C-then-D D-alone

p (G) p (A|G) p (B) p (A|B) pT(A) p (A)

0.17 0.41 0.83 0.63 0.59 0.69 

 

表 1 中, p (G)和 p (B)分别对应将人脸分类为

好人和坏人的概率, p (A|G)和 p (A|B)分别表示在

分类为好人和坏人的情况下采取攻击决定的概

率。可以看出, 在分类为坏人的情况下, 采取攻击

的概率 p (A|B)要大于分类为好人的情况下采取攻

击的概率 p (A|G), 这符合常规的逻辑。根据经典

理论中的全概率原则, p (A)应服从式(1)的全概率

定理：  

 p (A) = pT(A) = p (G) p (A|G) + p (B) p (A|B) (1) 

根据这一理论, p (A)应与 C-then-D 条件下计

算得出的 pT(A)相等或接近, 也就在 0.59 左右, 但

令人惊讶的是, 在未分类的情况下, 被试采取攻

击的概率 p (A)为 0.69, 显著大于 p (A|B)。为了解

释这一问题, 仿照图 2 做出此实验的路径分析图

(图 3)。图中 P 代表由人脸的图片产生的初始刺激, G

代表分类为好人(Good)B 代表分类为坏人(Bad), A

表示决定攻击(Attack)W 表示决定回避(Withdraw)。 

量子理论认为, 状态转变的概率振幅(probability 

amplitude)可通过两个状态的内积来定义(Busemeyer 

et al., 2014), 例如状态 P→G 的转变(从初始状态

P 向分类为好人状态 G 的转变)可通过狄拉克符号

|G P 来表示, 同理, 在分类为好人的情况下做出

攻击决定的概率振幅, 也就是状态 G→A 的转变

概率振幅, 可表示为 |A G 。需要注意的是, 该符

号代表的数是复数而不是实数 ,  这是其称之为

“振幅”的原因, 而其对应的实数概率(经典概率), 

大小与其模的平方相等, 即上述发生两个过程的

概率可分别写作
2

|G P 和
2

|A G ,  这种简单过

程的概率数值与经典概率中的 p (G)和 p (A|G)相

等。在 C-then-D 情况下, P→G→A 的概率, 也就

是将图片分类为好人后作出攻击决定的概率, 可

以写成
2

| |.A G G P , 在这种情况下, 其大小与

p (G)和 p (A|G)的乘积相等, 同理, 将图片分类为

坏人后进行攻击的概率, 也就是 P→B→A 的概率, 

可写作
2

| . |A B B P , 其大小与 p (B)和 p (A|B)的

乘积相等。不难看出, 在这种清晰路径的决策过

程中, 量子理论与经典理论的结论是一致的。而

在 D-alone 情况下, 从 P→A 的概率可以仿照全概 

 

 
 

图 3  分类决策实验的路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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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公式的形式写为如下的形式 , 需要注意的是 , 

虽然形式上接近, 但这两个式子是有本质上的区

别。为了更方便的进行对比 , 我们可以对式中

| . |A G G P 和 | . |A B B P 做出欧拉变换, 令其等 

于    . ip G p A G e  和    . ip B p A B e  , 其中 α 

和 β 称为相位角(李红, 谢松法, 2013), 是表征不

同决策路径的参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 | . | | . |

. . .

. .

2 .cos

i i

i i

A P A G G P A B B P

p G p A G e p B p A B e

p G p A G e p B p A B e

p G p A G p B p A B

p G p A G p B p A B

 

 

 

 

  



 

 

  (2)

 

可以看出, 相比于经典概率理论(式(1)), 上式(2)

多出了最后一项(干涉项)        2 .p G p AG p B p A B  

  cos   , 这便是两个概率振幅产生的干涉项

(即决策者在选择潜在的决策路径过程中产生的

干涉)。若我们令 cos (α−β) = 0.33, 那么我们便可

得出
2

|A P 为 0.69, 这便与实验得出的 p (A)的结

果符合, 这种干涉效应便得以解释 1。 

4.3  合取谬误  

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是指复合事件中

组成部分发生的概率要小于复合事件发生的概率。

典型的合取谬误的例子便是 Tversky 和 Kahneman

做出的关于著名的 Linda 问题的研究(Artemenkov, 

2006; 刘程浩 , 徐富明 , 王伟 , 李燕 , 史燕伟 , 

2015)。在该研究中首先呈现给被试关于一个叫做

Linda 的人物特征及活动情况的描述如下：“Linda

是一位 31 岁的单身女性, 直率并且非常聪明。在

大学期间, 她主修哲学, 对种族歧视问题和社会

偏见非常关注, 同时也参加过反核示威游行。”然

后要求被试对包括以下事件在内的 8 个关于人物

Linda 的事件进行概率判断：(1) Linda 是一名银行

出纳员(T); (2) Linda 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和银行出

纳员(F∩T)。按照经典概率理论, 被试做出第二种

情况判断的概率 p (F∩T)要小于第一种情况 p (T), 

但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  

量子决策理论可通过几何式的投射定理来解

                     

1 在这类问题中, α和 β相当于确定一个“参照系”且其取值并

非唯一确定的, 解释问题的关键在于相位角的差值 α−β。 

释这种违反经典决策理论的现象, 即图 4 所示简

易的两维模型。两组正交直角坐标系分别表示两

个不同问题的信念状态：F 轴表示认同 Linda 是

女权主义者, ~F 轴表示不认同 Linda 是女权主义

者; T 轴表示认同 Linda 是一名银行出纳员, ~T 轴

表示不认同 Linda 是银行出纳员(Busemeyer & 

Wang, 2015)。被试最初的观点通过单位向量 S 来

表示。被试认为 Linda 为女权主义者的概率幅

|F S 等于 S 投影在 F 轴上的长度, 故其概率为

该投影长度的平方; 同理, 被试判断 Linda为银行

出纳员的概率等于 S 投影于 T 轴上的长度的平方。

注意到在研究中对于 Linda 的描述更能使人感觉

Linda 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因此, 图中的被试在做

出判断前的初始状态 S 更靠近 F 轴。根据量子理

论, 当被试先做出 Linda 为女权主义者的判断时, 

其信念状态也随之从 S 转变为 F, 被试随后做出

银行出纳员的判断时, 其信念状态从 F 转变为 T, 

而这一复合事件的概率幅就等于 S 投影至 F, 再

从 F 投影至 T 的长度, 即线段 Ot2。可以看出, 该

线段的长度大于从 S 投影至 T 的线段长度 Ot1, 说

明被试做出判断(2)的概率要大于判断(1)。   
 

 
 

图 4  Linda 问题的几何投影解释图 
(注：彩图见电子版) 

 

需要指出的是, 几何投影法和上例中的代数

法本质相同, 几何投影法相比于代数推导法, 更

加直观明了。但这种几何投影法只能运用于问题

状态是二维或者三维简单情况(即简单欧几里德

空间中的问题), 故而在涉及复杂问题时一般不会

使用几何投影法。例如, 分析 Shafir 和 Tversky 

(1992)、Li 和 Taplan (2002)与 Busemeyer 等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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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博弈研究中出现的分离效应时, 需要在

四维希尔伯特空间中建构决策模型。在此空间中

定义被试初始信念与行为的状态 0 , 并根据博弈

中的收益矩阵(pay-off matrix)来确定哈密顿矩阵

HA (指在薛定谔方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矩阵), 该

矩阵在特定收益条件下推动被试状态空间的转

变。且该理论引入另一类哈密顿矩阵 HB, 以表征

被试在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失调。最后将上述三者

代入薛定谔方程  
0. ,it

t te    A BH H 表示被试决

策过程中动态变化的信念与行为状态, 并依此解释

其中出现的分离效应(Pothos & Busemeyer, 2009)。 

4.4  量子问题等式  

由 Wang 和 Busemeyer (2013)提出的量子问题

等式(quantum question equality), 是一种对于顺序

效应的先验性预测模型。这一模型可以精确地量

化预测顺序效应大小, 证明量子决策模型不仅仅

是一种 后验 性的模 型 (Yearsley & Busemeyer, 

2016)。在实验中, 被试会被问到两个问题(假设为

A 和 B), 并以不同顺序出现(AB 或是 BA)。p (Ay, 

Bn)表示被试对问题 A 肯定回答后对问题 B 的回

答为否定的概率, 同理 p (Bn, Ay)表示被试对 B 问

题作出否定回答后再对 A 作出肯定回答的概率, 

同理 p (An, By)和 p (An, By)的定义也类似。运用

量子理论构建的量子问题等式为：[p (Ay, Bn)−p 

(Bn, Ay)]= −[p (An, By)−p (By, An)]。  
 

 
 

图 5  量子问题等式统计结果图 
(资料来源：Busemeyer & Wang, 2015)  

 

Busemeyer 和 Wang (2015)在 70 个不同地区

中使用不同的问题进行了实验, 其实验结果如图

5 所示。横坐标表示 p (Ay, Bn)与 p (Bn, Ay)的差值, 

也就是 Ay 与 Bn 的顺序效应, 即量子问题等式左

边的部分 , 称为第一顺序效应 (The First Order 

Effect); 纵坐标表示 p (An, By)与 p (By, An)的差

值, 即 An 与 By 的顺序效应, 为量子问题等式左

边部分。图中每个点表示在一个地区进行的实验

结果, 图中共有 70 个点。运用线性拟合的结果显

示, 拟合出直线斜率为−1, 相关系数 r 值为−0.82, 

验证了量子问题等式的预测准确性。 

5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 量子理论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应

用已经越来越多。在顺序效应(Wang & Busemeyer, 

2013)、因果推理(Trueblood & Busemeyer, 2012)、

非对称相似推断(Pothos, Busemeyer, & Trueblood, 

2013)以及模糊推断(Blutner et al., 2013)等决策领

域中, 都成功的构建了量子模型。除此之外, 在双

稳态知觉(Atmanspacher & Filk, 2010)、情景记忆

(Brainerd, Wang, & Reyna, 2013), 及联想记忆

(Bruza, Kitto, Nelson, & McEvoy, 2009)概念组合

(Aerts, Gabora, & Sozzo, 2013)等认知研究领域也

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虽然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 

所建立量子模型的形式不同, 但尽管表述形式多

样, 它们所遵循的公理都相同, 这便是量子模型

灵活性与严密性的体现。当然, 作为一个新兴的

研究领域, 关于量子理论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进

一步探索。这些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基础理论的探究。量子理论是一个庞

大的理论体系, 其中还有许多原理值得量子决策

理论借鉴, 例如著名的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但

最大的挑战在于选取合适的实验方案与测量方式。 

第二, 量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量子理论并

没有基于人脑是某种量子计算机这一假设, 那么, 

为何人在决策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量子化的行为 , 

这也是量子理论最使科学家感到疑惑的一个方面, 

同时也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方面。 

第三, 不同问题间是否相容的先验性判断方

法。在量子决策理论中, 研究者从不同问题间产

生的顺序效应引申出了问题间的不相容性, 这是

一种后验性分析。因此, 能否在被试做出回答之

前对问题之间的相容性做出分析, 是量子决策模

型的一个研究趋向, 这将涉及到建构概念空间的

量子化模型。 

第四, 抽象数学原理在决策领域的应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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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决策模型, 其数学基础主要为微积分, 概率论

和函数论等经典数学理论, 具有具体而明确的特

性。而量子决策模型的基础是泛函分析以及抽象

代数等更加新颖的现代数学理论, 具有高度抽象

与泛化的特性。相比于经典模型, 类似量子模型

这样更加抽象与泛化的理论, 在认知与决策领域

具有更加广阔的研究与应用前景。   

第五, 与现代决策模型相结合。大多数现代

决策模型, 可以称之为“定性”的模型 , 着重探讨

决策形成的心理或外在机制; 量子决策模型, 则

是一种“定量”的模型, 着重通过数学建模拟合决

策实验结果。因此, 如何将这两类决策模型有机

地结合起来, 形成一种既“定性”又“定量”的决策

模型, 也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  

第六, 实际问题的应用。目前, 大多数有关量

子决策模型的研究重点仍集中于基础理论的探究, 

因此, 如何将这种决策模型应用于诸如工程心理

学领域中的与决策相关的实际问题中去, 不仅有

助于量子决策模型的发展, 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  

 

致谢：作者感谢 Jerome R. Busemeyer 教授对本文

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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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Shaanxi Province,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cent decade, quantum decision-making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mathematical structure and methodologies of quantum mechanics. Owing to its unique theoretical structure, 

the quantum decision-making models can be applied to explain problems that violate the classical decision 

models, especially for judgments under uncertainty and decisions under conflicts. Quantum decision-making 

models have been used to explain phenomena such as disjunction effect, conjunction fallacy and 

interference of categorization on decision making which are difficult to account for with classical decision 

models. A model called quantum question equality has been tested for its accurate prediction of order effects. 

Being a new research field contributing to analysis of decision making, quantum decision-making models 

worth further investigations both in theoretical and applicativ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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